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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
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民主

＊

李　骏

提要:以中国城市社会的住房私有化和基层社区民主实践为背景 , 本文
重新探讨了住房产权所导致的个体政治积极性差异这一传统理论议题。基
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 , 通过定量考察业主与非业主之间在
参与基层社区选举政治上的差异 ,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 ,
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的促进作用目前仅局限于特定的社区情境 ,即新型商
品房住宅小区。本文同时还发现 , 虽然住房所有者在社区政治事务中所具有
的积极性很难外溢出特定的社区边界 , 但个体内在的政治积极性在社区层次
和地方层次上却具有紧密的一致性。

关键词:业主　政治积极性　社区

一 、引　言

发韧于20世纪 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受到了全球的

瞩目 ,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对它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其中备受争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扩张

是否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政治民主的发展(例如:Gold , 1990;

Zheng , 1994)。早期的经验研究大多集中于生产领域 ,关注市场部门的

个体工商业者和私营企业家与国家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政

治倾向 。例如 ,王大伟(Wank , 1995)通过在厦门进行的访谈和参与式

观察 ,细致地检验了私营业主之间形成共同利益群体以及他们与其他

社会集团之间结成公民社会联盟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纳维特(Nevitt ,

1996)考察了中国两个最主要的私营经济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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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联合会———的组织行为特征 ,发现它们并非自发和必然地以追

求政治利益和民主体制为首要目标 。这些研究在挑战了传统的公民社

会理论有关国家 —社会关系的简单预设的同时 ,也启发了部分研究者

开始将注意力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 ,因为新富阶层的消费活动

也会产生出新的利益诉求 ,其逻辑与他们基于生产活动的政治表达类

似(Davis , 2000;Read , 2003)。

作为最重要的不动产消费 ,城市住房在 199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私

有化现象以及随之引发的基层社区草根民主实践与抗争开始受到格外

重视 。关注住房及居住场所的意义 ,还在于它把握了中国城市社会结

构的根本性变动趋势 ,即单位体制的消融和社区生活的回归。单位曾

经构成了再分配体制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个人依赖于单

位提供工作机会和生活福利等各项生存资源 ,单位本身获取一系列组

织资源的能力则取决于它的行政级别以及与再分配权力之间讨价还价

的能力 ,国家藉由这一制度设计实现了对城市社会的高度统合与控制

(路风 ,1989;刘建军 ,2000)。在这种单位体制之下 ,工作场所即构成了

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 ,居住场所只不过居于边缘的 、次要的 、从属的地

位。然而 ,城市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推进使得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开

始发生分离 ,居住场所本身对于中国城市居民的意义开始变得相对独

立和凸显 ,相应地 ,城市基层社区随之成为国家—社会关系再造的重要

场域之一 ,诸多矛盾冲突和制度创新都在其中孕育和产生。

由上述研究背景所导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议题 ,就是住房私有化与

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的草根民主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它可以被

进一步转化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问题 ,即公民在拥有住房产权上的差

异是否导致了他们在政治积极性(尤其是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政治的积

极性)上的不同 。西方理论界长期认为 ,住房产权会极大地影响个体的

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但经验研究的结果有时却相互矛盾 ,这指导我们

应该集中关注个体参与社区政治的积极性 ,而非宽泛地讨论一般意义

上的 、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 ,与该论题有关的中国

社会研究 ,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因研究设计上的偏颇而受到局限 。因

此 ,上述理论和经验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尤其是对转型中的中

国城市社会而言 。

本文正是基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 ,使用定量研

究方法 ,在中国城市社会背景下 ,重新探讨了住房产权对社区政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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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这一由来已久的研究问题 。主要的研究发现可以被概括为三

点:1)住房产权确实对社区层次上的政治积极性有促进作用;2)但这种

作用目前只适用于特定的社区情境 ,即新兴的商品房小区 ,大门 、围墙

和保安系统有效地将这类居住社区从其外部环境中分割出来 ,并使其

成为较少受到国家力量管控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3)尽管业主的政

治积极性尚局限于特定的社区界限之内 ,但社区政治中的活跃者同时

也是地方政治中的积极参与者 。总的结论是 ,改革后的中国城市社会

在基层社区中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的政治参与力量 ,而它则与住房私有

化进程密切相关 。

全篇行文结构如下:首先 ,我们介绍了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的影

响这一理论传统以及相应的经验研究结果的异同 。其次 ,我们描述了

改革后的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住房产权私有化和基层社区的草根民主实

践 ,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 。然后 ,在批评以往研究不足之处的基础

上 ,我们重新设计了研究框架 ,发展出了研究假设 ,说明了研究所使用

的数据 、变量和测量方法 。最后 ,在分析了统计结果之后 ,对全文作了

总结和讨论。

二 、住房产权和政治积极性

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一个长期的理论传统 ,即认为是否拥

有住房产权会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在保守主义看来 ,拥有私有产

权的公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 ,也会更加理解和支持民主政治

的原则 。在这方面 ,英国著名政治家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提出

的“基于产权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概念就代表了西方保

守主义阵营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有类似的观点 , “政治吸纳理论”认为 ,住房

所有者比住房租赁者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主流的政治活动 ,也会对公共

经济和社会事务持更加保守的政治态度(Verberg , 2000)。恩格斯

(Engels , 1954)曾分析指出 ,工人一旦购买了住房 ,就不再属于无产阶

级。根据哈维(Harvey , 1976)的观点 ,资本家应对工人抗争的策略之一

就是给予他们住房产权。“政治资产阶级化理论”也认为 ,当工人阶级

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富裕并习得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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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他们开展阶级斗争和政治反抗的意愿就会相应降低(Goldthorpe et

al.,1969)。

然而 ,经验研究的结果有时却并不支持上述观点。例如 ,伦德奎斯

特(Lundqvist , 1998)发现 ,与保守主义的传统看法不同 ,住房所有者并

非一支典型的民主化力量 ,除了拥有更多的政治知识和更多的政党参

与率以外 ,他们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具有公民性或更有民主诉求 。

在不同社会 、不同时期所做的其他经验研究还表明 ,虽然住房所有权与

参加志愿团体 、参与地方政治和在美国 、加拿大等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

等行为存在相关性(Alford &Scoble , 1968;Ineichen , 1972;Blum &

Kingston , 1984;Pratt , 1987),但它与参加政党或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等

行为却并不存在关联(Kingston et al., 1984)。不仅如此 , 凯默尼

(Kemeny , 1981)还曾提出了一个竞争性的理论 ,认为住房所有权不仅

不会促进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相反却会使人们更加局限

于私人家庭生活 。同样 ,有关住房所有权会导致政治保守性的理论 ,支

持和证伪的经验证据也同时存在(Ronald , 2004)。

之所以有上述相互竞争的理论和相互矛盾的发现 ,部分原因在于

研究者对政治积极性这一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存在差异 ,尤其是对于

国家层次的政治活动而言 。解决的方法之一 ,正如普瑞特(Pratt , 1986)

所评论的那样 ,是系统地调查“在每一个特定的国家背景下……住房产

权与一系列政治态度或活动之间的关系” 。但即使如此 ,仍有一个认识

论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住房所有者的地域分布如此之广 ,他们究

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对与他们日常生活可能没有多大关联的国家政治持

同样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其实 ,如果将住房产权对个体政治积极性的

影响局限在较低的社区或邻里层次 ,已有经验研究的结果就相当一致

了(Cox &McCarthy , 1980;Cox , 1982;Winter , 1990)。帕塞尔(Purcell ,

2001)进一步指出 ,既然业主总是按照一种邻里空间的思维图式来感

知 、界定和动员社区行动 ,那么他们的行动积极性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种

空间或地域政治 。这一思想在一系列有关美国洛杉矶社区运动的研究

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这些研究都发现 ,住房产权在居民的政治认同中发

挥了关键性的作用(Davis , 1990;Purcell , 1997;Nicolaides , 2004)。

如果将研究定位在社区层次上 ,还能够进一步保证住房产权对个

体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深层逻辑和因果机制 。业主和租客之间存在两

个根本性区别:其一 ,业主拥有物业的产权 ,这是一种经济权益;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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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的居住流动性更低 ,因为购买 售出物业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比租赁

房屋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更高(Dietz &Haurin ,2003)。因此 ,业主比租客

更有动力去参与政治和社会行动 ,以抵御或减少物业所可能遭遇的贬

值风险。如果这种因果逻辑成立 ,那么显然 ,住房产权与政治积极性之

间的关联在社区层次上会比在国家层次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为社区

政治的变化对物业的影响更为直接 。

上述关于西方学术界有关文献的回顾 ,明确了需要将个体行动者基

于住房产权的政治积极性置于较低的社区层次而非宽泛的国家层次来

做具体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性。换言之 ,我们将集中关注住房产权和参与

社区政治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这恰好也与本文探寻住房私有化是否

以及如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基层社区草根民主的研究初衷相契合。

三 、中国城市社会的住房改革和草根民主

改革后的中国城市社会构成了研究住房产权与社区政治积极性的

一个全新的 、独特的背景 。这是因为改革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

是由住房改革所导致的城市住房的大规模私有化;二是围绕业主委员

会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社区基层自治组织所开展的草根民主实践。

在中国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型的过程中 ,城市社会的

住房提供体制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再分配经济时代 ,住房基本

上是公有的 ,被当作一种社会福利来进行分配 ,国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

是住房建设和住房分配的主体(Huang , 2005)。由于奉行“简朴共产主

义”的原则 ,国家对消费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 ,这导致新中国的城市在前

30年间经历了日益严峻的住房紧张问题(Bian et al., 1997)。到 1970年

代末 ,大城市中高达 90%的住房都为公共所有(Whyte &Parish , 1984:

82),1950至 1980年间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始终低于 4平方米。①

然而 ,这种住房分配体制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剧变 。从

1980年代开始 ,新的住房改革政策陆续出台 ,目标是构建一个商品化

的住房供应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 ,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从房地产开发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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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购买房屋。改革后 ,住房不再是体现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的一种集

体福利 ,而成为了由城市居民自己购买 、自己拥有的私人房产。中国城

市住房的私有化包括了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政府或单位将公有住房

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原有的居住者 ,即“公房出售” ;另一种形式是让部

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以市场价格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即“商品房销售” 。

商品房的建设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在北京 , 90年代期间平均每年竣工

完成的商品房面积接近 500万平方米 ,在上海 ,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

900万平方米 。① 在政策允许售后公房可以自由买卖之后 ,新兴的住房

市场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到 2005年年底 ,全国城镇住宅

私有率已超过 80%(建设部 , 2006)。中国的城市社会踏上了一条大规

模的住房私有化之路 。

随着商品住房的迅速发展 ,国家建设部开始尝试以一种市场化的

方式来管理这些新兴社区。商品房小区由专业化的物业公司来管理 ,

而这些物业公司则由小区业主自主选举出来的业主委员会来聘用和监

管。业主委员会被赋予特定的权力 ,例如设立管理章程 、代表小区业

主 、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等 ,这些后来在国务院于 2003年颁布的《物业

管理条例》中得到了明确和保障 。由业主委员会聘用物业公司来管理

社区住房的方法 ,后来也被逐步推广到售后公房社区。

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自治组织———居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一度是党和国家在城市中开展广泛社会动员的基层组

织 ,其组织形式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时代的保甲制度。居民委员会最初

是由群众自发组织成立的 ,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政府派出机构 ———街

道办事处 ———的下属机构 ,其工作人员成为从政府拿工资或津贴的“国

家干部” 。作为城市基层社区中存在历史最久的组织形式 ,居民委员会

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充当了连接者的角色(Mok , 1988),更成为吸纳 、动

员 、服务和管理公众的一个设计精巧 、组织有序的社会制度(Read ,

200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人大常委

会 , 1989),居民委员会的法定性质是城市居民自治组织 ,但它在日常

工作中却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 。这种情形在经济改革时

期变得更为突出 ,因为基层政府机构不得不应对由单位制度改革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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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服务和管理真空 。为改变这种法律定位和实际操作的“错

位” ,国家民政部倡导的“社区建设”运动开始把增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

性作为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方向之一 ,并为居民委员会设定了四项民

主原则: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 。在逐渐成形的中国

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管理体系中 ,居民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

步巩固和加强(参见 Benewick et al., 2004)。

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社区组织的自治实践 ,意味着一

种草根民主形式开始在中国的城市基层社会兴起 ,也构成了中国民主

政治建设在基层的实践(林尚立 ,1999)。引发和推动这种基层社区民

主向前发展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原因有许多 ,既有旧的国家社会主义自

身改革的因素 ,也有新的市场经济因素 ,但其中住房私有化的作用必须

受到重视 。因此 ,在转型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深入探讨住房产权与社区

政治积极性之间的关系 ,是十分有意义的。

四 、研究设计与假设

城市基层社区政治议题在中国研究中并非无人问津 ,相反 ,该领域

的研究方兴未艾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区治理研

究 ,主要描述国家与社会在城市基层社区中的互动过程 ,分析不同的社

区组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并为如何促进社区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例

如:卢汉龙 , 1996;雷洁琼主编 , 2001)。尽管社区治理研究有时也会涉

及到业主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 ,但住房产权的

私有化并不构成研究的重心 ,而且 ,住房所有者和租赁者往往都被视为

有共同需求的社区居民 ,两者之间的区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

另外两方面的研究都聚焦于住房产权 ,分别考察的是业主的组织

行为和集体行动 。在业主的组织行为中 ,业主委员会是最具有普遍性

和合法性的 ,它通常也被认为是独立的和自治的(夏建中 ,2003)。在有

些案例中 ,业主委员会在城市基层社区政治中甚至还扮演了一种竞争

者的角色 ,与居民委员会 、街道办事处甚至有关政府部门发生矛盾和冲

突(Pei , 1998;杨波 ,2006;张紧跟 、庄文嘉 , 2008)。但是 ,如果考察全国

范围内的业主委员会就会发现 ,它们在自治程度 、参与力度和权力发挥

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Read , 2008),甚至在对小区全体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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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上都有高低之分(Read , 2003)。

与成立业主委员会相比 ,业主的集体行动或许更好地体现了他们

的政治积极性 ,因为业主确实采取了各种行动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

这些方式包括上访请愿 、诉诸媒体以及游行 、示威等更为激烈的超出现

有制度框架的行为(Brien &Li , 1995;Cai , 2005;张磊 ,2005)。但在许多

集体行动案例中 ,业主的反对目标并非政府机构而是市场主体 ,因为是

房地产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等直接侵犯了业主的物业权利。而且 ,尽管

他们可以因为住房和小区物业纠纷而奋起抗争 ,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

下 ,他们的行动仍然高度局限于国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Shi ,1997)。

可见 ,仅仅考察业主的组织行为和集体行动 ,只不过探寻了他们参

与城市基层社区政治的一些特殊形式。对这些特定政治参与形式的研

究还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支点 ,即往往都将民主力量的发展视为一

种外生于既有体制并与它相对抗 、相冲突的过程。但实际上 ,政治民主

化尤其是基层社会草根民主的发展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 ,即通过充分

利用既有体制的平台效应和积极参与其改革过程来逐步实现民主化的

诉求(参见 Thurston , 1998)。这种被忽略的草根民主形式在当前中国

城市基层社会的具体表征 ,就是上文所介绍的基层社区组织居委会的

持续改造和自治实践 。换言之 ,对业主参与社区政治的积极性的经验

考察 ,以往过多地局限于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的利益群体如何组织和行

动起来与既有体制作斗争 ,而漠视了他们积极参与既有体制来表达利

益诉求和政治意愿的可能性。此外 ,以往研究还过分地依赖于定性研

究方法的采用 ,因而大大局限了其结论所适用的层次和范围 ,具体表现

为三点。其一 ,只观察业主使我们无法知道业主和非业主之间到底是

否存在区别 。其二 ,所使用的个案是十分有限和刻意挑选的 ,换言之 ,

样本是删减的和有偏的。其三 ,住房所有权的作用和教育 、收入等其他

重要解释变量的效应往往混淆在一起 ,这使我们无法分离出住房所有

权的“净”效应。这些研究设计上的偏颇 ,妨碍了我们对住房产权与社

区政治积极性之间关系的全面和深入理解。本文则试图采用定量研究

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 ,住房所有者比租赁者更加珍视住房的消费价值 、更

加关心社区公共生活 ,因为他们拥有物业产权 ,同时也更少居住流动 。

韦伯主义学派中的“住房阶级”概念强调以个人占有住房产权的情况作

为社会阶级划分的标准之一 ,桑德斯(Saunders , 1978)据此明确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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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产权所内涵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并用它来分析住房产权与政

治积极性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 ,投资者只重视住房的交换价值 ,租赁者

只得到住房的使用价值 ,但所有者同时拥有住房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

值 ,因此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形态或利益群体 ,会为维护住房产

权而最大程度地行动起来 。戴维斯(Davis , 1991)进一步将住房的交换

价值分解为公平 、流动 、遗赠三项权益 ,将住房的使用价值分解为安全 、

舒适 、自主三个方面 ,从而将研究者对于住房的理解从最为核心的物业

权益概念扩展为一系列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意涵 ,深化了住房所有权和

政治积极性之间的因果机制解释。土地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住房对于传

统的中国人而言一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

征(可以代际相传),而且构成了对“家”的空间和心理支撑。当私有产

权的合法性在社会主义中国被压抑了 30年而重新续接后 ,繁荣的房地

产市场再一次折射出了中国人对于住房产权的偏好和追求 。由于绝大

多数住房所有者都是倾其一生的储蓄和财力购入价格不断攀升的房

产 ,相信他们为了维护这来之不易的住房产权免受可能发生的各种侵

蚀 ,会像其他社会的住房所有者一样积极参与到基层社区政治中去 ,以

及时与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 ,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是:

假设 1:住房所有者比非所有者在社区政治中表现得更为积极。

城市社会的居住分化乃至居住隔离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 ,表现于

社区的人口构成 、资源占有 、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 ,中国也不例外 。前

文已提及 ,新建商品房住宅小区(以下简称新型社区)在近些年得到了

迅速发展 ,并且得到了政府的特殊对待。这种社区类型的最大特点是

拥有系统化的综合配套设施 ,由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提供保卫 、清洁 、

绿化 、维护等一系列服务 。本文认为 ,居住在新型社区中的业主比居住

在旧式社区中的业主会表现出更强的政治积极性 ,这是基于四点原因 。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 ,新型社区中的住房一般比旧式社区中的住

房在物业价值上更高 ,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对比上 ,

当然 ,这需要排除城市和区位的影响。其次 ,新型社区中的居民比旧式

社区中的居民在经济社会地位上更高 ,也更接近“中产阶级”的特征 ,因

为一般来说当人们有了更高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之后 ,都会主动迁

入更好的社区居住。再次 ,由大门和围墙拱卫的社区创造了一个相对

封闭和自治的空间 ,这有利于形成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 、强化社会团

结 、动员集体行动(Tomba , 2005;Wu , 2005),而这种“封闭社区”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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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社区比在旧式社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和彻底 。最后 ,国家力量

对社会的干预和影响力在旧式社区比在新型社区中更大 、持续的时间

也更长 ,旧式社区一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就处于国家力量的直接控

制之下 ,但新型社区则基本上是一个新兴的 、私有的 、脱离国家力量直

接支配的社会空间。因此 ,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是:

假设 2:基于住房产权的政治积极性在新型社区比在旧式社区中

表现得更为突出 。

在社区政治中表现得更为积极的业主是否也会同样积极地参与到

地方政治中去? 中国城市基层社区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它仅仅

是一种非正式的草根民主形式 ,与正式的政治体制之间仍处于分离状

态。这是因为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尚不

是经由“选区制”实现的 ,而仍然是透过“单位制”完成的 。虽然我们尚

不清楚在超越社区的地方层次上住房所有权与政治积极性之间是否仍

然具有某种联系 ,但却有理由预期个体内在的政治积极性 ———如果它

确实存在的话 ,会同时表现为对社区政治活动和地方政治活动的参与 ,

因为 ,根据布迪厄(Bourdieu , 1984)的“文化资本”理论 ,行动者在特定

“场域”中的行为“惯习”会相当一致 。据此 ,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是:

假设 3:社区政治中的积极参与者 ,同时也是地方政治中的积极参

与者 。

五 、数据 、变量和测量

(一)数据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是“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该调查的研究总体是年龄在 18岁以上的中国城乡居民 ,采用了多阶分

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本研究将样本仅限定为城市居民 ,但城市的规模

既可以大到像北京 、上海这样的大都会 ,也可以小到位于山西 、四川等

中西部地区的小县城 。

(二)变量和测量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是住房产权 ,它是一个两分变量 ,将城市居

民样本划分为业主和非业主两个群体。在 CGSS2005的原始城市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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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有 18.83%的家庭从父代那里继承了自有私房 ,另有 45.73%的家

庭在住房改革过程中从公有部门或私有房地产开发商购得住房产权 ,

两者相加约有 65%的家庭拥有住房产权。但是 ,这些私有化的住房产

权到底是否由受访者本人所拥有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所有者既

可以仅仅是受访者本人 ,也可以是受访者的配偶 ,还可以是受访者的父

母 、子女或亲戚 。为保证我们所考察的住房产权与政治积极性之间的

因果关系是对于同一个体而言 ,最理想的处理方法是将研究对象仅限

定于那些本人才拥有住房产权的受访者 。遗憾的是 ,这样会显著地减

少样本量 。次优的方法是将本人或配偶或夫妻两人拥有住房产权的受

访者定义为业主 ,因为一般来说住房产权在核心家庭内部是共享的 ,它

对于核心家庭成员的意义是同等的。按照这种处理方式 ,样本中就有

约900名受访者所居住的私有房屋并不是由他本人所代表的核心家庭

所拥有 ,由于无论是将他们定义为业主还是非业主都不太适合 ,因此最

好是将他们作为缺失样本排除在分析之外 。在剩余的城市样本中 ,有

57.8%的人是业主(拥有住房产权),42.2%的人是非业主(不拥有住房

产权)。

根据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主要的因变量是个体参与社区政治的

积极性。如前文所述 ,以往对这种政治积极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

视了城市居民与以居委会这一传统的社区自治组织为代表的既有体制

之间的互动情况 ,这促使我们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并使用两个具体指标

来测量个体参与社区政治的积极性:一是受访者参与最近一次所在社

区居委会的换届选举投票情况 ,根据调查问卷 ,它既可以被处理为两分

变量(没有投票 vs.有投票),也可以被处理为定类变量(没有投票 ,被动

员投票和主动投票);二是受访者对所在社区居委会的关注程度 ,它是

定序变量(分为低 、中 、高三个级别),根据受访者参与最近一次所在社

区居委会的换届选举投票情况和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所在社区居

委会的日常运作情况这两个信息构建得来。本研究的另一个因变量是

个体参与地方政治的积极性 ,类似地 ,我们用受访者参与最近一次所在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投票的情况(没有投票 vs.有投票)来测量。

对这种测量方法可能的批评是 ,居委会虽然名义上是群众自治组

织 ,但在事实上已是半行政化组织 ,因而围绕它的社区参与行为不能被

理所当然地视为政治积极性的表现。本文认为 ,尽管社区居民委员会

目前承载了许多行政性事务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仍然发挥着一系列自

67

论 文 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民主



治功能 ,例如调解社区纠纷 、服务社区居民 、传递社区民意等 ,它作为群

众自治组织的性质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受到法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保障的。更为重要的是 ,近些年来居委会持续推行着朝向真正自

治组织的一系列改革 ,城市居民对此也大多持认可和赞许的态度(Chen

et al., 2007)。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 ,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民主化尝试

和推广(尤其是直接选举的逐步推行)成为了国内外政治观察家们最为

关注的对象 ,因为它构成了中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焦点所在(Gui et

al., 2006)。也正是在对城市基层社区选举过程的分析中 ,政治参与的

积极群体的形象才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刘春荣 ,2005)。

有些学者可能进一步质疑说 ,城市居民尤其是业主可能对业委会

而不是居委会更感兴趣 ,因此仅仅观察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和关注程

度可能会带来偏差。这种质疑基本出于两种考虑 ,但其理论基础却并

不坚实 。第一个理由是业委会作为社区组织的自治性质比居委会更

强 ,但是 ,对业委会的详细考察发现该组织本身其实也是良莠不齐(前

文已经提及),居民对业委会的事务同样缺乏热情(殷彦波 ,2006),业委

会比居委会更有可能催生出社区民主的想法其实是过于简单。第二个

理由是业委会在代表业主维护住房权益方面比居委会做得更好 ,但这

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以偏概全之嫌 ,虽然不乏业委会抗争案例 ,但许多城

市基层社区更常见的情形或许是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公司三方合力解

决业主的共同需求甚或内部纠纷问题(李友梅 ,2002)。因此 ,在普通城

市居民(包括业主)看来 ,居委会作为一个基层社区组织在维护居民利

益(包括住房权益)方面可能并不与业委会有质的不同 。就我们目前的

研究样本来说 ,对仅仅关注居委会投票行为可能造成系统性偏误的担

心也是多余的:正如表 1所显示的那样 ,城市居民对业委会和居委会的

投票行为模式相当一致 ,并不具有明显的差异 。况且 ,由于现有的制度

设计只赋予了业主参与业委会选举的权利 ,如果考察围绕业委会的社

区政治参与行为 ,就无法达到本文旨在探寻业主和非业主之间的社区

政治积极性差异这一研究目的 。换言之 ,只有通过观察业主和非业主

都有权利参加的居委会选举这一重要的基层社区政治活动 ,才能真正

检验住房产权是否对个体的社区政治积极性具有促进作用 。综上所

述 ,根据城市居民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和对居委会的关注程度来测量

个体参与社区政治的积极性是合理可行的。

本研究中最重要的控制变量是社区类型 ,分为新型社区和旧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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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两大类 。新型社区指的是新建商品房小区 ,它们大多是从 1990年代

开始大规模地被房地产开发商兴建的。旧式社区里的住宅类型包括

1950年代以前就归私人所有的房屋以及 1950-1980年代期间由城市

房管机构和各级各类单位负责建造的公房两种 ,由前一种住宅类型构

成的社区通常被称为“老城区” ,由后一种住宅类型构成的社区则依具

体情况的不同而被冠以“单位社区” 、“工人新村”等各种称谓。新型社

区和旧式社区在建成年代 、建筑方式和建造风格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

差异性 ,这使得调查员在入户访问时可以很容易地将受访者所居住的

社区类型进行分类编码。

　表 1　 受访者对居委会 业委会的投票行为模式

所有样本 仅限业主群体

都不投票 68.60(3266) 65.76(1479)

仅参与居委会投票 15.25(726) 17.65(397)

同时参与居委会和业委会投票 9.28(442) 10.45(235)

仅参与业委会投票 6.87(327) 6.14(138)

合计 100.00(4761) 100.00(2249)

　　注:该表格将回答居住地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受访者排除在外。

　　其他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 、年龄 、个人月收入 、教育水平 、就业状

况和政治面貌。在西方社会中 ,社区积极分子通常都是女性(Gittell et

al., 2000)。在中国城市 ,老年人尤其是退休职工通常在社区事务和社

区活动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孙立平 , 2001)。由于中产阶级在理论上历

来被认为是公民社会和民主进程的重要力量 ,我们因此更需要控制个

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地位 ,以分离出住房产权对政治积极性的净效

应。这里 ,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由两个变量来测量:一是个人月收入

(取对数),为连续型变量;一是教育水平 ,从低到高的类别依次为小学

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鉴于有学者指出 ,中国城市中的下岗

失业人员正在经历着生活重心从工作单位向居住社区退缩的转变

(Pan , 2005),我们还需要考虑就业状况对政治积极性的影响 ,它被分

为就业 、离退休和不在业 失业三个类别 。最后 ,我们还必须将是否为

中共党员这一变量纳入分析模型 ,因为入党和政治积极性显然在本质

上是紧密相连的 。

由于上述变量在 CGSS2005原始数据中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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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最终分析使用的样本量为 3517人 ,其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2。

从中可见 ,居住在两种社区类型的中国城市居民确实在某些方面都显

示出了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虽然两组人群拥有类似的性别比例

和党员比例 ,但与旧式社区居民相比 ,居住在新型社区中的人们更年

轻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更高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也更大 。这表

明 ,居住在新型社区中的居民是中国城市社会中享有更高社会经济地

位的人群 。

　表 2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旧式社区 vs.新型社区
旧式社区 新型社区 差异统计检验

业主(是=1) .56 .61 t=2.64＊＊

党员(是=1) .18 .16 t=1.33 ns

男性(是=1) .48 .48 t=0.36 ns
年龄 48.01 46.02 t=3.47＊＊＊

月收入(元) 1091.87 1410.86 t=4.94＊＊＊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21.04 13.12 χ2 =28.45＊＊＊

　初中 27.32 29.28
　高中 32.68 37.42

　大专及以上 18.96 20.17
就业状况

　就业 46.55 50.98 χ2 =6.69＊

　离退休 36.26 31.78
　不在业 失业 17.19 17.25

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

　没有投票 72.29 74.19 χ2 =2.95 ns
　被动员投票 18.38 18.33
　主动投票 9.33 7.48

对居委会的关注程度

　低 71.48 72.56 χ2 =2.93 ns
　中 19.19 19.96

　高 9.33 7.48
对地方人大的投票行为

　没有投票 65.55 66.05 χ2 =0.08 ns
　有投票 34.45 33.95

N 2595 922

　　注:ns p>0.05;＊ 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两类社区居民在住房所有权的获得上具有显著差异 ,住房私有化

比例在新型社区中更高。但是 ,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两类社

区居民在政治积极性上并不具有显著差异 ,不管是以对居委会的投票 、

对居委会的关心程度还是以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来衡量 。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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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城市社区中 ,都有约四分之一的居民参与了最近一次所在社区居委

会的投票 ,而且还是以被动员投票的方式为主 。类似地 ,只有少数居民

真正关心社区居委会的构成和运作情况 。城市居民对地方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的投票率也仅为 30%,并且这一比例不随居住的社区类型而改

变。这反映出 ,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城市居民在整体上参与选举政治

的积极性较低。当然 ,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政治体制是有关的:一方

面 ,如前文所述 ,社区居委会虽然名义上是群众自治性组织 ,但实际上

却已具有很多的行政化特征;另一方面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政

治体制中的权力机关 ,其选举过程通常是经由单位(工作组织)而不是

社区(居住场所)来实现的 。尽管中国城市居民的政治积极性总体而言

并不算高 ,但必须承认的是 ,仍有部分城市居民在积极地参与社区和地

方政治活动。因此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释个体在政治积极性上所表

现出来的这种差异 ,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旨 。

六 、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用 Binary Logit 模型来考察个体是否有对社区居委会的

投票行为 ,以此提供一个有关社区政治积极性的基本回答 。由于第一

和第二个研究假设包含了对住房所有权效应 、居住社区类型效应以及

两者之间交互效应的预期 ,“新型社区” 、“业主”和“新型社区×业主”这

三个变量依次相继进入模型 ,分别得到模型 1 、模型 2和模型 3(见表

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做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模型估计的时候 ,

必须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 ,这不仅在统计上是十分关键的 ,而且对于

本文所研究的理论主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此 ,本研究所使用的具体

方法是在 STATA中进行回归分析时使用“cluster”命令来调整样本在区

县层次上的聚集效应 ,这相当于传统的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地区变量的

做法(以下所有的多元统计模型都使用了这一方法 ,恕不赘述)。

表3反映出 ,尽管住房所有权变量的主效应在模型 2和模型 3 中

都不显著 ,但它与社区类型变量的交互效应在模型 3中却是显著的 。

就模型3而言 ,住房所有权变量和社区类型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 ,

但二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却是正值 ,而且后者的绝对值显然更大 。这

表明 ,业主比非业主更有可能参与社区政治(例如参加社区居委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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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但这一结论只适用于特定的社区类型。假设 1得到部分支持 。

　表 3　 个体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差异:Binary Logit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男性(是=1) -.183 -.179 -.179

(.094) (.096) (.095)
年龄 .024＊＊＊ .023＊＊＊ .023＊＊＊

(.005) (.005) (.005)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中 .550＊＊＊ .542＊＊＊ .538＊＊＊

(.117) (.119) (.118)

　高中 .477＊＊ .468＊＊ .468＊＊

(.150) (.152) (.151)

　大专及以上 .159 .144 .148

(.159) (.160) (.161)
就业状况

　就业(参照组)
　离退休 .005 .010 .011

(.135) (.135) (.136)

　不在业 失业 -.281 -.280 -.262
(.148) (.147) (.146)

月收入(取对数) .121 .123 .126
(.086) (.086) (.086)

党员(是=1) .328＊＊ .323＊＊ .316＊＊

(.114) (.112) (.112)

新型社区 -.102 -.111 -.693＊＊＊

(.154) (.153) (.199)
业主(是=1) - .136 -.066

(.129) (.142)
新型社区×业主 - - .880＊＊＊

(.230)
常数项 -3.219＊＊＊ -3.244＊＊＊ -3.162＊＊＊

(.672) (.671) (.671)

Wald chi2 122.47＊＊＊ 123.540＊＊＊ 144.730＊＊＊

Pseudo R2 .032 .033 .038

N 3517 3517 3517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调整了样本在区县层次上的聚集效应后的稳健标准误。

＊ 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在表 3的三个模型中 ,中共党员 、中等教育程度者和年龄较大的社

区居民更有可能参与社区居委会的投票 。以全模型即模型 3 为例 ,在

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后 ,中共党员对社区居委会的投票机

率是非中共党员的 1.37倍(=e
0.316
);与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人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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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者对社区居委会的投票机率为 1.71倍(=e
0.538
),高中毕业者

则为 1.60倍(=e
0.468
)。退休职工和女性居民更倾向于参加投票 ,失业

者更倾向于不参加投票 ,但这却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有趣的发现是 ,

受过高等教育和经济相对富裕的人群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社区政治参

与偏好(p>0.5),尽管“大专及以上”和“月收入”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正值。

既然住房所有者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呈现出因社区情境而不同的

模式 ,下面我们就将研究样本分为新型社区和旧式社区两个部分来做

进一步考察。同时 ,我们也将受访者的投票行为再细分为主动投票 、被

动投票和不投票三种方式 ,并用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来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见表 4。

从表 4可见 ,居住在不同社区类型中的城市居民 ,其投票行为存在

明显差别。在新型社区中 ,与非业主相比 ,业主主动投票的机率为

2.36倍(=e
0.860
),被动员投票的机率也达到了 2.19倍(=e

0.784
)(见关于

“新型社区”的“非约束模型”)。既然这两个系数如此接近 ,我们可以在

“约束模型”中进一步检验两者是否可以被设定为相等 ,结果确实支持

这种假设:无论是以主动投票还是以被动员投票来衡量 ,业主参与社区

居委会投票的机率都是非业主的 2.24倍(=e
0.806
)(见关于“新型社区”

的“约束模型”)。然而 ,在旧式社区中 ,这种由住房所有权所导致的社

区政治积极性差异却并不存在(p>0.5),而且 ,业主的投票机率甚至还

显示出低于非业主的迹象(“业主”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假设 2得

到了支持 。

两类社区居民在投票行为上的差异还体现在收入这一变量的影响

效应上。在旧式社区 ,收入越高的人越可能参与居委会投票 ,虽然这只

在主动投票而非被动员投票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在新型社区却显示

出收入与投票行为呈负相关的迹象 ,虽然这种负相关在主动投票和被

动员投票上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中共党员在旧式社区中表现得尤为

活跃 ,他们主动投票的机率是非中共党员的 2.21 倍(=e
0.795
),但他们

在新型社区中的政治积极性却并不比非中共党员高出多少(b>0 ,

p>0.5)。我们再一次发现 ,中等受教育程度者(在旧式社区中对应的是

具有初中和高中学历 ,在新型社区中对应的是具有初中学历)参与社区

政治的积极性更高 ,但高等受教育程度者却并非如此 。其他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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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个体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差异:Multinomial Logit 模型

旧式社区
新型社区

非约束模型 约束模型

被动员

投票

主动

投票

被动员

投票

主动

投票

被动员

投票

主动

投票

业主(是=1) -.010 -.146 .784＊＊ .860＊ .806＊＊＊ .806＊＊＊

(.139) (.230) (.233) (.374) (.213) (.213)

党员(是=1) .012 .795＊＊＊ .263 .313 .262 .316

(.179) (.185) (.227) (.344) (.228) (.344)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　中 .509＊＊ .867＊＊＊-.040 1.077＊ -.041 1.079＊

(.173) (.237) (.326) (.544) (.329) (.543)

　高　中 .403 .743＊ .006 1.121 .005 1.124
(.222) (.332) (.319) (.607) (.320) (.610)

　大专及以上 .040 .137 .028 1.085 .027 1.088
(.219) (.330) (.369) (.586) (.370) (.584)

就业状况

　就业(参照组)

　离退休 .080 -.048 .261 -.883＊ .262 -.884＊

(.194) (.275) (.275) (.378) (.277) (.379)
　不在业 失业 -.176 -.558 -.091 -.387 -.089 -.392

(.176) (.389) (.370) (.383) (.373) (.382)
月收入(取对数) .210＊ .219 -.109 -.056 -.109 -.057

(.089) (.193) (.202) (.167) (.202) (.166)
年龄 .022＊＊＊ .022＊＊ .016 .050＊＊＊ .016 .050＊＊＊

(.006) (.008) (.013) (.012) (.013) (.012)

男性(是=1) -.245 -.183 -.053 -.000 -.052 -.002
(.126) (.169) (.171) (.221) (.171) (.222)

常数项 -4.032＊＊＊ -5.031＊＊＊-2.023 -5.567＊＊ -2.032 -5.532＊＊

(.733) (1.284) (1.826) (1.645) (1.827) (1.624)

Wald chi2 204.85＊＊＊ 91.50＊＊＊ 92.33＊＊＊

Pseudo R2 .033 .055 .055

N 2595 922 922

　　注:因变量的取值类别“没有投票”被作为参照项。括号中的数字是调整了样本在区县层

次上的聚集效应后的稳健标准误。

＊ 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在表 3和表 4中的表现相同:年龄与投票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就业状态

变量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既然居住在新型社区中的业主参与居委会投票的机率更高 ,那么

他们也应当会更为关心居委会的日常运作和决策 ,如此才能下结论说

假设 2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我们用 Ordered Logit模型来对此作统计检

验 ,结果见表5 ,其主要发现与表 4相当一致:住房所有权变量的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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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只在新型社区而非旧式社区中显著;收入变量在新型社区和旧式社

区中的效应看似相反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 ,另外一些控制变

量的影响效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中共党员变量在新型社区中也

开始变得显著(p<0.5);教育变量在新型社区类型中彻底丧失了影响

力;女性在旧式社区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但在新型社区中却并非如此。

　表 5　 个体对居委会的关注程度差异:Ordered Logit 模型

旧式社区 新型社区

业主(是=1) -.071 .731＊＊＊

(.141) (.195)
党员(是=1) .413＊＊ .363＊

(.125) (.180)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　中 .597＊＊＊ .302

(.125) (.287)
　高　中 .493＊＊ .369

(.172) (.275)
　大专及以上 -.000 .344

(.176) (.256)
就业状况

　就业(参照组)
　离退休 -.046 -.214

(.165) (.251)
　不在业 失业 -.343 -.180

(.184) (.266)
月收入(取对数) .191 -.041

(.098) (.133)
年龄 .023＊＊＊ .028＊＊

(.005) (.010)
男性(是=1) -.215＊ .020

(.109) (.136)
cut1 3.526 2.748

0.705 1.231
cut2 4.924 4.356

.725 1.193
Wald chi2 163.89＊＊＊ 52.93＊＊＊

Pseudo R2 .028 .044
N 2595 922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调整了样本在区县层次上的聚集效应后的稳健标准误。

＊ 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用经验数据清楚地表明假设 1和假设 2是成

立的 ,这即意味着 ,住房所有权和政治积极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特定的

社区类型或社区情境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最后 ,我们转向假设 3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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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 Logit模型检验两个层次的政治积极性(社区层次与地方层次)之

间是否具有某种固有的内在联系 ,使用的因变量是受访者是否参加了

最近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结果见表 6。模型1和模型2分别

　　　　

　表 6　 个体对地方人大的投票行为差异:Binary Logit 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或关注程度

　没有投票 低(参照组)
被动员投票 中 2.294＊＊＊ 2.126＊＊＊

(.171) (.175)
主动投票 高 2.522＊＊＊ 2.507＊＊＊

(.245) (.245)

新型社区(是=1) -.025 -.047
(.195) (.194)

业主(是=1) -.079 -.073
(.136) (.135)

党员(是=1) .683＊＊＊ .653＊＊＊

(.137) (.137)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参照组)
　初　中 .702＊＊＊ .700＊＊＊

(.152) (.148)
　高　中 1.067＊＊＊ 1.052＊＊＊

(.166) (.164)

　大专及以上 .968＊＊＊ .966＊＊＊

(.170) (.169)

就业状况

　就业(参照组)

　离退休 -.471＊＊ -.428＊＊

(.144) (.142)

　不在业 失业 -.588＊＊＊ -.571＊＊＊

(.131) (.130)
月收入(取对数) .256＊＊ .251＊＊

(.092) (.094)
年龄 .029＊＊＊ .028＊＊＊

(.006) (.006)
男性(是=1) -.011 -.026

(.093) (.089)

常数项 -5.072＊＊＊ -4.982＊＊＊

(.712) (.712)

Wald chi2 503.51＊＊＊ 455.79＊＊＊

Pseudo R2 .237 .226

N 3517 3517

　　注:模型 1中关键自变量是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模型 2中关键自变量是对居委会的关

注程度。括号中的数字是调整了样本在区县层次上的聚集效应后的稳健标准误。

＊ p<0.05;＊＊p<0.01;＊＊＊p<0.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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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对居委会的投票行为和对居委会的关心程度两个指标来测量个体

在社区层次上的政治积极性 ,但结果却相当一致:两个自变量都与因变

量呈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 ,个体的政治积极性在社区层次和地方层次

上确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这两个模型估计的结果 ,如果我们将

城市居民对社区政治的参与度划分为低 、中 、高三个类别 ,那么与低等

程度参与者相比 ,中等程度参与者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投票机率

为8-10倍(e
2.126
=8.38 , e

2.294
=9.91),高等程度参与者在地方人民代

表大会中的投票机率更是高达 12倍(e
2.507
=12.27 , e

2.522
=12.45)。假

设3得到了支持 。

值得注意的是 ,在表 6中 ,社区类型变量和住房所有权变量无法对

个体在地方层次上的政治积极性产生影响(p>0.5),虽然它们构成了

促进个体参与社区政治的有力因素。总体上来看 ,中国城市居民在地

方政治中的投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包括政

治身份 、就业状况 、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等)所决定的 ,地位越高的人越

有可能卷入到正式的政治体制中去 。

七 、总结与讨论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 ,中国城市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剧烈

的转型 ,大规模的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 ,它构成

了基层社区民主(或草根民主)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本文将住房产权和

参与社区政治积极性之间的关系置于中国的改革与转型背景之下进行

研究 ,并以此来回答住房私有化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基层

社区草根民主这一理论问题。在论证了个体在社区层次上的政治积极

性可以被操作化为对社区居委会(这是基层社区民主实践的核心社区

组织之一)的投票行为之后 ,我们用多元统计方法考察了中国城市居民

在这种投票行为上的差异性 ,并对住房所有权在其中所具有的影响效

应作了详细的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在中国城市基层社会 ,住房所有权对政治积

极性的促进作用仅局限于特定的社区情境 ,即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由

房地产商大规模兴建起来的新型商品房住宅小区 ,而在旧式社区中同

样展开的住房私有化进程却并没有形成业主和非业主之间在社区政治

77

论 文 住房产权与政治参与: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民主



积极性上的差别 。其背后的逻辑和因果机制是 ,在由围墙和保安系统

拱卫的 、国家行政力量较少渗入和控制的社区环境中 ,享有较高社会经

济地位的业主们为维护其住房产权免受可能发生的各种侵蚀而积极参

与到基层社区政治活动中去 ,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其实 ,在这种新

建商品房住宅小区中 ,是否拥有住房所有权构成了最为重要也几乎是

惟一的准则 ,可以被用于区分社区居民在社区政治积极性上的差异 。

与此相对的是 ,在原来由公共机构(单位或市房管部门)所有 、现在仍有

国家行政力量广泛渗入的旧式社区中 ,居民对社区政治活动的参与却

完全是另一种情景:中共党员 ,正如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觉悟所表明

的那样 ,是社区政治的积极主动参与者;在社区内享有较高经济地位的

人也能够被动员参与社区政治活动;中等受教育程度者则既有可能主

动地参与社区政治 ,也更有可能被动员和说服成为一个社区政治活动

参与者。

已有关于业主委员会和业主集体行动的研究其实并未忽视新建商

品房住宅小区作为一种特殊社区环境的意义 ,但问题是 ,它们几乎都是

采用个案研究方法 ,在研究设计上无法对居住在各种社区类型的业主

和非业主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 ,住房所有权 、中产阶级 、封闭式社区 、

房地产商的侵权 、国家行政力量的渗入等影响在有限的和有偏的样本

中往往无法被有效甄别 ,直接导致我们无法清楚无误地阐明住房产权

对政治积极性所具有的净效应 。本文则基于定量研究方法有效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 ,从而得出了住房所有权和政治积极性之间在理论上的因

果关系。本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揭示了业主在既有的社区正式政治制

度安排中所发挥的民主化力量 ,从而超越了以往只关注其非正式的或

对抗式的政治参与方式这一狭窄的视野 ,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

地观察和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基层政治形态和草根民主实践。

本研究还发现 ,受过高等教育和经济收入较高的城市居民虽然更

多地参与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 ,但他们在社区政治活动中却并

未表现出同样的积极性 ,住房所有者在社区政治事务中所具有的积极

性也很难外溢出特定的社区边界 。这表明 ,在经济体制改革下的社会

主义中国 ,社区政治确实只能算作一种草根民主实践 ,它与正式的国家

政治体制安排(例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

和割裂的 。但同时也不容否认的是 ,个体在社区层次上的政治积极性

与其在地方层次上的政治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这意味着 ,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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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私有化进程所带来的一股基层社区民主化力量与中国城市社会的正

式政治体制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勾连。本文只是集中关注了选举

政治和投票行为 ,将来的研究可以就这种民主化力量的其他表现形式

和作用途径作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传统意义上对共产主义国家体制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解存在两

种极端模式:一是全民动员模式 ,认为政治参与形式大多是由政党和国

家所发动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研究意义的;二是去政治化模

式 ,认为人们大多采取不参与或不合作的行为模式来表达政治冷漠(见

Shi , 1997)。本文认为 ,后共产主义中国更适用于另外一种民主成长模

式 ,正如何包钢(He , 2006)所归纳和总结的那样。本研究不仅揭示了

这种民主成长过程如何在社会基层因受住房私有化进程的推动而以草

根民主的形式体现出来 ,而且展示了它与更高层次 、更加正式的政治体

制之间所具有的紧密联系。当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已经过去 30年之

后 ,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但本研究表明 ,如果中

国的政治体制内部存在某种民主化的力量和趋势 ,那么城市基层社区

无疑正是重要的社会场域之一 ,并且在中国将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

仍会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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